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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 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论

框架, 力图揭示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笔者采用

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数据, 对建立

的一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 在干部�逆向选拔�的制度安排下, 军人子

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 改革后干部录用

制度向�绩效选拔�转变,干部、知识分子的后代通过入党、升学这两个中间机

制也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尤其是中高层干部存在明显的地位再生产。

关键词: 家庭背景 � 干部选拔 � 资本 � 制度

Family Backgrounds and the Attainment of Cadre Positions

( 1950- 2003)

Sun M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3 ( CGSS2003), the

author used the general capit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s of how family backgrounds affected the attainment of cadre

positions before andafter the reformby the event�tracingmetho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In the pre�reform Mao era (1950- 1977), the offspring of PLA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 families capitalized on their good family origi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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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the highest likelihood to be cadres, with becoming a CCP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s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and ( 2) After the

reform (1978- 2003), the offspring of cadres and the intellectuals had the

advantage in attaining cadre positions, and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s for

that to happen were education and CCP membership. Moreover, even with

these two variables controlled,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either middle or high

cadre status still had a significant status�reproducing effect.

Keywords: family background, cadre recruitment, capital, institu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计划经济体制下, 干部作为公权力的代理人和国家资源的再分配

者是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公有

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干部享有很多生活机会, 甚至在�放权让利�的市场
化过程中还获得新的特权(刘欣, 2005a; 2005b)。谁会成为干部自然是

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已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选拔或干部地

位获得的研究表明,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当干部

具有重要作用 ( Li & Walder, 2001; 伊亚尔等, 2008; Baylis, 1974;

Bailes, 1978; Li & White, 1990)。哪些人更容易获得这两种资本进而

更可能成为干部, 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家庭背景出发研究干部选拔。如果地位获得是人们动用自

己掌握的各种资本进行投资和竞争的过程(林南, 2004), 那么作为先赋

性因素的家庭背景使竞赛在起点上就存在着不平等。即使在开放的绩

效社会,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职业获得的作用依然显著 (Hauser &

Featherman, 1976; Bourdieu, 1977; Grusky & Hauser, 1984; Ganzeboom,

et a l . , 1991)。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子代干部地

位的获得, 在不同历史时期, 哪些家庭的子代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 家

庭背景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将中国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的

关系概括为三种观点: 家庭背景无用论、家庭背景有用论和家庭背景作

用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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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庭背景无用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源的分配与个人地位大

多由政治权力和宏观政治动态而非市场机制决定, 国家政策深刻影响

着社会流动的状况。毛泽东时代�去阶层化�、�平均主义�的政策在颠

覆旧社会分层秩序的同时, 也切断了新老精英代际间优势传递的链条,

因此,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基本没有作用(Whyte, 1975; Parish, 1984;

周雪光等, 2002)。

笔者认为以上理论观点从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考察家庭背景的作

用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但他们只看到家庭内部代际间地位继承性的消

失,却忽略了家庭之间的差异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例如, 在毛泽东

时代,家庭出身的差异会使子代面临两种不同的政治待遇 � � � 庇护和

排斥。因此, 家庭背景无用论的观点值得怀疑。

(二) 家庭背景有用论

该理论观点也称精英竞争理论(Hu, 2007), 它认为 1949年新中国

成立以后的国家政策本质上不是追求� 平均主义�, 而是新的革命精英

依靠国家权力通过阶级标签系统打击旧精英, 是在追求社会平等的名

义下谋求特权的垄断和政治地位的再生产。党的革命者、政治干部和

党员家庭的子代凭借良好的阶级出身在入学和入党中占据优势,初职

更容易进入党政机关工作, 并最终成为干部精英;相反,旧精英家庭的后

代则受到排斥,很难成为干部。1978年以后, 家庭的�政治关系�依然重

要,市场转型放松了对新精英家庭的监督,使政治关系有更多发挥作用

的空间,新精英家庭的后代在干部地位获得中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精英竞争理论虽然看到了家庭之间的政治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

子代当干部的影响, 但依然存在缺陷: 首先,精英竞争的逻辑如何解释

毛泽东时代运用到作为新精英核心的干部家庭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

击? 改革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终止, 新精英如何继续打击旧

精英? 其次, Hu认为改革后精英家庭的优势源自�政治关系�,但这一

概念所指不明,并且无法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市场转型会导致对精英

家庭监督的放松和政治关系作用的增强。最后, 经济精英在市场化改

革中重新出现,知识精英也摆脱了政治上的束缚,为何他们的子弟在干

部地位获得中没有优势,而只有革命精英的子代独享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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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

魏昂德等人整合了前两种理论观点认为,改革前家庭背景没作用,

改革后有作用(Walder & Hu, 2009)。他们认为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平

等的社会,体现领袖意志的国家政策既包括打击旧精英的阶级标签系

统,也包括文革时期打击新精英的一系列政策,这为精英家庭优势的代

际传递设置了政策障碍,结果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黑色的反动家庭,以

及不红不黑的中间家庭的子代在当干部的机会上没有差别。改革以后,

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使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在中国具有较高的地位,打击

精英政策的终止和市场转型使红色家庭的优势得以传递,他们的子代最

有可能成为干部。家庭背景阶段论虽然引入时间维度,将家庭背景无用

论和精英竞争理论整合起来,但也包括了两种理论观点的缺陷。

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未形成统一的

答案。家庭背景对干部地位获得是否有影响? 如果有影响,改革前后两个

历史时期,哪些家庭的子代更容易成为干部,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分别是

什么,改革前后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 围绕以上问题,笔者尝试进行一些

理论上的思考,并通过经验研究的发现来回应已有的一些争论。

三、理论建构

本文从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出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笔者认

为家庭背景始终对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的制度

安排或国家政策, 并未消除家庭背景的作用,而是改变了不同家庭的机

会结构,以及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

地位获得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与职位(社会角色)之间的匹配(格伦斯

基, 2005)。由于某些职位依附了有价值的资源,地位获得也是人们动用

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本进行投资和竞争的过程(林南, 2004)。�资本�具有
多样性,包括一切具有投资功能的资源和资产(格伦斯基, 2005;古德纳,

2006)。此外,资本还具有可兑换性, 即各种类型的资本在特定条件下通

过特定的兑换率可相互转化(Bourdieu, 1984; 1986)。

人们占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决定了地位获得的机会, 而资本的占

有取决于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作为先赋性因素是导致

资本占有不平等的重要原因(Kelley et al . , 1981)。具体而言,父代出

于利己的动机将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投资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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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身上,转化为子代地位获得所需的资本, 并形成竞争优势, 这是一种

代际之间的�资本兑换�。
根据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代际间的资本转化过程不是随意的,

而是嵌入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制度作为规则和规范相互交织的网络,

构成了社会行动的外在约束(倪志伟, 2007)。在地位获得中,何种资源可称

为资本,以及资本如何在代际间传递都受到制度安排的深刻影响。

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核心制度是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它规定了当

干部必需的资本类型, 也意味着不同家庭的机会结构是不平等的。当

干部选拔制度发生变化时, 父代必须通过新的代际资本传递方式来增

加子代成为干部的机会。

干部选拔录用有�逆向选拔�与�绩效选拔�两种理想类型,前者是一

种特殊主义原则的选拔, 后者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 Li & Walder,

2001)。逆向选拔本质上是一种庇护性的选拔(李煜, 2009)。所谓庇护关

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运用自己的

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

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陈尧, 2007)。R. H.特纳

(特纳, 2005)曾提出�庇护性流动�的概念,认为新精英由老精英根据一些

设定的优点来给予其精英地位,而不能通过任何努力或策略获得。在庇

护关系中,当庇护者是国家或者党组织时,庇护时常以国家政策和政治

干预的方式进行,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张宛丽, 1996)。

绩效选拔是指政治精英的选拔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优�是指

�个人的内在素质、能力和工作技能� ( Parsons, 1994, 转引自李煜,

2009)。专家治国论(技术官僚理论)认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

杂,政治的决策应该建立在理性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不应受到党派私

利和意识形态的干扰, 因此, 专业训练、教育文凭、科学知识、管理经验

应成为政治精英选拔最重要的标准 ( Veblen, 1944; Inkeles, 1960;

Lowenthal, 1970; Baylis, 1974; Burnham, 1960;贝尔, 1984; Li & White,

1990; Lee, 1991)。

笔者将运用上述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来考察改革前后干部选拔

录用制度的特征, 以及在不同制度安排下, 父代如何通过资本传递来影

响子代当干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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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前后的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一) 改革前干部的逆向选拔

1949年建国后,共产党延续了革命斗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经验,

短时间内形成党国同构、党国一体、党国一家的党国体制 (陈明明,

2009;科尔奈, 2007: 37),形成了�党的中央集权�(林尚立, 2009: 170)。

为了更好地实现党政合一, 建国初期党在中央政府的内部建立了党委

和党组,以保证党对中央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监控,并管理中央政府内部

的党员。地方仿照中央的模式设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与之对应的各

级地方政府成为了它的行政执行机构。通过各级党委,党建立了集权

的组织基础, 编织出一个严密的权力网络(林尚立, 2009)。除了各级地

方政府, �单位制�的建立也使党实现了对经济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强有

力领导(路风, 1993;俞可平, 2010;科尔奈, 2007)。

为了加强对各种单位组织的领导和贯彻党的意志, 1953 年 11月

24日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 �党管

干部�的原则成为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根本原则, 实现了对干部任免

权力的垄断, 并通过�委任制�自上而下进行权力的逐级授予(王立新,

2001;唐元松, 2002;彭勇, 2004)。在此基础上, 党按照自己的意志, 以

一种�逆向选拔�的方式将政治上忠诚可靠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1. 红五类包括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和坏分子四类人, 1957年之后又增加了右派。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阶级成分的划分不断地

细碎化、复杂化。

因逆向选拔的本质是具有庇护性质的选拔, 根据庇护的内容可以

分为�阶级庇护�和� 政党庇护�。阶级庇护存在于党及其阶级基础之

间。1949年革命胜利后, 党和国家通过阶级标签系统,以划分�阶级成
分�的方式,重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高华, 2004), 形成了一个政治不

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根据生产资料的有无、革命中的表现、政治态度

等等(高华, 2004; 李侃如, 2010), 社会成员被粗略地分为�红五类�和
�黑五类�1。出于巩固政权、意识形态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考虑,党委

及其组织部门对干部候选人的阶级成分、政治经历、社会关系, 以及家

庭出身等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核( Lee, 1991)。其中, 阶级出身或家庭出

身的�根正苗红�是首要的考察条件(李煜, 2009;高华,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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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庇护是指党组织在干部职业位置的分配中庇护党员,以换取

党员对组织的忠诚(伊亚尔等, 2008; Li & Walder, 2001) ,最终目的是

让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 保证党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可以说,党员与

干部身份的合二为一是达到党政合一的有效方式(德热拉斯, 1963; 科

尔奈, 2007;王奇生, 2003)。

逆向选拔除了阶级庇护和政党庇护, 另一特征是对文化知识的轻

视,文化资本远不如政治资本重要。虽然党的领导人多次表示共产党的

干部要做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但事实上党并没有成功地实现政

治忠诚和文化素质完美结合,却存在着�红�与�专�的鸿沟(Schurmann,

1966)。当政治忠诚与专业技术必须做出取舍时,党选择了前者。

综上所述,改革前的逆向选拔包括阶级庇护和政党庇护, 良好的家

庭出身和党员身份成为干部地位获得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因此,家庭

背景对地位获得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 以家庭出身的方式直接起作用

和通过入党间接起作用。

1. 家庭出身:家庭背景的直接作用

在阶级标签系统中,家庭出身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

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分(李若建, 2006)。家庭阶级成分取决于主要

家庭成员的阶级成分和历史,在出身论、血统论登峰造极的时期甚至要

�查三代�,审查祖辈的经济状况。一般而言,家庭阶级成分主要由父亲

的阶级成分决定(Walder & Hu, 2009)。

从代际资本传递的角度看,良好的家庭出身就是父代的政治资本直

接、没有发生任何变形地传递给子代,具有某种�世袭�的特征。虽然中

央对年青人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 不唯成分论, 重在表现�,但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标准唯有出身。

家庭出身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影响, 家庭出身好的红色阶

级后代,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受到党和国家的庇护、照顾; 黑五类的

子女不仅遭受歧视、人身的凌辱,被�带帽子�、�贴条子�, 在权利和机会
的分配方面更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李若建, 2006;高华, 2004)。

改革前家庭背景的主要差异表现为家庭出身这种政治上的不平

等,家庭背景无用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由于家庭出身深刻地影响了

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会, 笔者提出:

假设 1:改革前,家庭出身越好的人,越可能成为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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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党:家庭背景的间接作用

家庭出身也影响党员身份这一政治资本的获取,间接作用于干部

地位获得。入党作为一种�忠诚过滤器�(Walder, 1995),也需要政治审

查。边燕杰等人的研究发现, 虽然入党政治审核的模式随着政权工作

重心和阶级基础不断改变, 但家庭出身在改革之前一直是政治审核的

重要内容(边燕杰等, 2008)。

1949年建国后,党组织严格考查个人的政治忠诚, 而政治忠诚最

简单易辨的标准是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由于党的领袖不断追求党组

织的政治纯化,党员选拔最终发展到唯成分论。到了文革,对社会成员

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的重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贴上黑色标签

的人通常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 而那些有红色标签的人, 入党和升迁则

较为容易(边燕杰等, 2008)。

假设 2: 改革前,家庭出身越好的人越有可能入党,党员比非党员

更有可能成为干部,即入党是家庭出身影响干部任用的中间变量。

1. 改革后,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原因并不局限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多探讨详见

Li &White(1990)。

(二) 改革后干部选拔的绩效转向

1978年以后,党的领导人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

经济建设确立为工作的中心。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干部队伍进行改

革1(Lee, 1991)。重新确立干部选拔标准、实现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成

为党组织工作的核心内容和迫切任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高层领导不

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以个人的权威和威信给予干部改革强有力

的支持,并依托各级党的组织系统使改革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迅速展开

(徐湘林, 2001)。

改革后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发生的变化,本质是由逆向选拔向绩效选

拔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教育替代了家庭出身成为干部选拔的重要条

件。良好的家庭出身不再成为干部的政治资本,阶级庇护被终结, 取而

代之的是对文化知识的高度重视。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干部选拔

的指导性方针,与革命化、年轻化一起在党的十二大被写入党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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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施行, 国家确立了�逢进必

考�的选拔方式。虽然公务员招考的是非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 但这一

考试通常是成为干部首先要逾越的门槛。随着教育文凭逐渐成为政治

精英选拔的最重要标准, 已有研究发现新一代干部的教育程度大幅提

高,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忠诚而学历较低的党官僚正在被技术官僚所替代

(Li & Bachman, 1989; Li &White, 1990; Lee, 1991)。

可以说,在改革后的干部选拔制度中,文化资本以及党员身份所代表

的政治资本是两种重要的资本类型。父代需要将自己的优势资本转化为

子代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以增加他们当干部的机会。换言之,家庭背

景通过教育获得和入党这两个中间机制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

1.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

1977年恢复高考后, 教育资源的分配由�政治挂帅�转变为�分数

挂帅�, 整个教育制度开始了以教育精英化和教育产业化为特征的改革
(李春玲, 2003)。家庭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取代家庭出身的政治不平等,

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和�资本转化�两种方式深刻地影响子代教育机

会和学业成就(李煜, 2006)。

首先,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文化资本的代际间传递已经得到经验研

究的证实 ( De Graaf, 1986, 1988; Teachman, 1987; Ganzeboom, et a l . ,

1990)。教育程度高的父代通过家庭内的启蒙教育使子代在进入学校之

前就领先一步,并在学校教育之外给予辅导。此外, 他们对子代有更高

的教育期望,子女会潜移默化地将父母观念和期望内化为自我期望和积

极的学习态度,最终转化为学业的成就(Swell, et a l . , 1969)。

其次,父代的各种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的文化资本, 帮助子代获得

优质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之后,优势家庭通

过购买学习资料、课外补习,聘请家教等方式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不

仅如此,在�划区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下, 通过交�择校费�、购买学区

房、迁移户口、走后门托关系等方式使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李

煜, 2006;陈友华、方长春, 2007)。相比之下,底层家庭在义务教育之

外,无力承担大幅上涨的高等教育成本,结果形成一种教育机会的直接

经济排斥(刘精明, 2005;熊易寒, 2010)。基于教育在干部选拔中的重

要作用,笔者提出假设 3。

假设 3:改革后,优势家庭子代的教育程度更高, 越有可能成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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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即教育获得是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机制。

2. 家庭背景与入党

改革以后,作为政治忠诚过滤器的党员选拔也出现了绩效选拔的

特征,入党的条件不再是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而是个人的意愿、政治

态度和政治表现; 同时, 党组织注重吸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文化

资本在党员身份的获得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边燕杰等, 2008)。

家庭出身的废止使党员身份更像是一个自致性因素,那么家庭背景在

改革以后如何对入党施加影响? 笔者认为家庭背景不同,子代的教育获得

和入党意愿这两方面也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党员身份的获取。首先,

1978年以后,党组织有意识地吸纳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入党,良好的教

育会增加人们入党的机会。与底层家庭的孩子相比,精英家庭的子代享有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他们凭借学业上的成就更受党组织的青睐。其

次,中国的改革保持了政治的连续性,在党政合一的条件下,党是许多资源

和职位的分配者。对年轻人而言,入党不仅是信仰的追求,也是实现地位

获得和向上流动的重要条件,入党的意愿与职业期望密切相连。塞维尔等

人的研究发现父代会影响子代职业期望和教育期望,期望不同会使子代的

教育成就和职业获得产生差异(Swell, et al . , 1969)。笔者认为这一社会心

理机制同样可以应用到党员身份的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其子

代有较高的职业期望,因而有更强烈的入党意愿。

假设 4:改革后,优势家庭的子代更有可能成为党员,党员比非党员

更有可能成为干部,即入党是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变量。

五、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2003)1 ,由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笔者

采用�人民大学联合加权方案 2�对 CGSS2003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1. 200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数据库,网址:

http: / / www. cssod. org/ index. php。

(二) 模型

为了研究改革前后,不同历史时期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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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笔者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即离散时间的

logit模型。该模型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能够有效地处理时变变量; 二

是,能够处理数据的删截(删失)问题,模型表达式如下:

lo g p ( t)
1- p ( t)

= �( t) + b1x 1 + b2 x 2 + �+ bkx k

在这个模型中, p ( t )是风险率, 即观察个体在时间 t 事件发生的几率。

log
p ( t )

1- p ( t )
是对风险率作 logit 变换。X 1 �X k 是一组协变量, 其中

包括父亲职业、性别、调查地类型等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以及党员身

份、教育程度、年龄等随时间变化的时变变量(TVC)。b1 �bk 是每个解

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 t )是一个时间函数,它可以被定义为虚拟变

量,来测量不同时间点(比如年)或时间段(时期)的效应。本研究关心的

是在特定时间段一组协变量的影响,而不是 �( t )测量的时间效应。

(三) 变量

1. 因变量

(1) 历史时期 � 笔者将 1950年至 2003年的 54年分为改革前后两

个时间段: 1950年至 1977年为改革前的历史时期,也被称为毛泽东时代

(Mao�era), 1978年至 2003年是改革后的历史时期。在这两个历史时期

之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比如 1966年至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

期,但事件的发生数过少使笔者无法对时间段进行更细致地分割。

(2) 干部地位获得 � 干部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中代理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领导, 而不是广义的一种人事身份。笔者

将干部操作化为拥有国家行政级别的人,将�副科级以上�编码为 1, 将

�无国家行政级别�和�副科以下�编码为 0。

2. 自变量

(1) 家庭背景 � 笔者根据被访者 18岁时父亲的职业划分为 6个

类别(见表 1),他们分别占有较多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

文化资本。笔者将它们再编码为 5个虚拟变量。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

究重点不是探讨阶层分化的逻辑,职业分类既能够区分改革前的阶级

成分又能体现改革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

为了考察改革前家庭出身的影响, 笔者将父亲职业是军人的被访

者单独构成一类。因为以往研究对改革以前干部的政治地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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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te, 1975; Parish, 1984; 周雪光等, 2002; Hu, 2007; Walder & Hu,

2009), 而毛泽东时代的军人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 干

部在政治排行榜上都只能让位于革命军人(高华, 2004)。

(2) 被访者的教育程度 � 指被访者进入风险集之前的最高教育程

度。CGSS2003调查了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受教育经历; 若

被访者具有初中以下教育程度, 则将教育程度看作一个非时变变量;若

被访者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则是一个时变变量。笔者将被

访者的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一个虚拟变量。

(3) 被访者的政治面貌 � 根据入党时间确定被访者在干部地位获
得之前是否为党员,党员身份是一个时变变量。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调查地类型。

表 1: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定义与编码 总样本(% )1950- 1977(% )1978- 2003(% )

家庭背景a 中高层领导干部= 1 17. 1 10. 2 18. 5

下层领导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 2 7. 6 4. 2 8. 2

经济管理精英和自雇者(个体户)= 3 9. 3 19. 6 7. 4

军人= 4 1. 3 2. 0 1. 1

专业技术人员= 5 19. 4 21. 4 19. 1

工人= 6 45. 3 42. 6 45. 7

教育程度b 高中以上学历= 1 8. 7 7. 6 8. 9

高中以下学历= 0

政治面貌 党员= 1 13. 3 15. 3 12. 8

非党员= 0

性别 男性= 1 53. 3 54. 8 53. 0

女性= 0

调查地

类型c

大城市= 1 60. 6 65. 6 59. 4

县城和集镇= 0

年龄 连续变量 32. 4 27. 2 33. 7

(10. 4) (6. 9) (10. 8)

事件数 278 67 211

注: 1、变量的描述统计基于重新整理过的数据;数据经过加权; 对于年龄

这一连续变量,报告的是均值和标准差(括号里的数字)。
2、a.本研究为更好地考察权力的效应, 将高层干部与下层干部进行了

区分; 因为经济管理精英样本量太少,将其与自雇者(个体户)合并; b.

高中以上学历包括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高中以下学历包括高
中、职高、技校、中专、初中、小学、私塾和未受过正式教育; c. 大城市包

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市区、地级市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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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统计结果分析

(一) 改革前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表 1的统计结果显示, 改革前军人的子代在干部地位获得中具有

最大的优势。军人子弟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 8. 4 倍

(e
2. 134

) ,并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 p< 0. 05), 而政治上不被信任的经

济管理精英和个体户、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没有优势。说明家庭出身

越好,越有可能成为干部,假设 1得到证实。

另一个发现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家庭并没有成功地实现权力地位

的再生产。模型 1中, 中高层干部和下层干部、行政办事人员的子代与

工人子弟相比并未显示出优势, 甚至从回归系数判断( - 0. 216) ,中高

层干部的子代还处于劣势。

模型 2中,笔者控制了党员身份变量, 统计结果显示军人子弟当干

部的优势比与工人子弟相比,由 8. 4倍(e
2. 134

)下降到 5. 3倍(e
1. 672

),统

计显著性也有所下降( p< 0. 1), 说明党员身份是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

换言之,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比其他家庭的子代更容易入党,

党员更可能当干部,假设 2也得到了证实。

模型 3中,笔者控制了教育程度变量, 结果显示军人子代的优势没

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当干部的优势比上升到工人子弟的 8. 8倍(e
2. 179

),

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 p< 0. 05) ,说明改革前教育不是家庭背景影

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机制。

表 1的统计结果支持了笔者的假设,反驳了家庭背景无用论的观

点,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出身的差异影响了子代当干部的机会, 而且并非

精英竞争论所认为的, 革命的新精英子代占有优势。笔者的研究表明

军人的子弟有优势,而作为新政权核心的领导干部没有实现地位的再

生产,他们在汹涌澎湃的政治运动中也成为国家政策的打击对象, 其子

女受到牵连并没有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

(二) 改革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表 2的统计数据显示, 改革后,干部、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

代与工人的子代相比更有可能成为干部。模型 1中, 中高层干部的子

代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 5. 6倍(e
1. 717

), 具有高度统计显著

性(p< 0. 01)。下层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的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比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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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弟的2. 6倍(e0. 955 ),也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 p< 0. 05)。同时可

以看出,父代的干部级别越高,子代成为干部的优势越大。经济管理精

英和个体户的子代从回归系数看比工人子弟有优势,但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 1. 9倍

(e
0. 666

) ,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 p< 0. 05)。军人的子代当干部的

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 5倍(e1. 623 ), 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从模型 1

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改革后家庭出身作为政治资本对干部地位获得

不起作用了, 不被信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在文革中整体沉没的干部

阶层(高华, 2004)的子女在改革后的干部选拔中都有优势。

模型 2中,笔者控制了党员身份这一中间变量, 结果发现干部子弟

的优势有所下降; 军人子弟当干部的优势比下降最为明显, 从 5 倍

(e
1. 623

)下降到 2. 9倍(e
1. 074

), 说明军人子弟当干部的优势主要源自入

党;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的优势只略微下降。统计结果说明, 改革后党

员身份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本,干部、军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

代与工人子弟相比更可能成为党员, 进而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入党也

就成为家庭背景作用于干部选拔的中间机制,假设 3得到了证实。

模型 3中,笔者引入了教育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具有高中级以上学

历的人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只具有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的 5倍( e1. 617 ),

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p< 0. 01) ,说明改革后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

能成为干部。在控制教育程度之后, 下层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以及专

业技术人员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消失了。中高层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当

干部的优势没有消失, 不过回归系数略微下降。说明子代的教育获得

是改革后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机制, 尤其是对专业技术

人员和只拥有少量权力资本的下层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而言,通过文

化再生产和资本转化的方式提高子代的教育程度, 是增加他们当干部

机会的主要途径, 假设 4得到证实。

模型 4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发现,在控制教育程度和党员身

份这两个变量后, 中高层干部的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比依然高达工人子

弟的 3. 8倍( e1. 323 ),并且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 p< 0. 01), 而其他家庭

的优势都消失了。

在入党和教育获得之外,中高层干部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地位的再

生产? 笔者认为中高层干部的权力、资源、社会关系转化为子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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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而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制度的途径对干部地位获得发挥作用。

正如周玉(2006)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资本尤其是网络顶端(地位最高

的关系人)及其与关键人的关系强度对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正向

的作用,父代是干部的人更有可能得到晋升。

为何改革后社会资本在干部选拔中起到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外部

条件是改革后打击干部的政治运动和政策被终止, 而内在的根源则是

干部人事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干部任免权力是高度垄断的,通过自

上而下的委任制进行逐级的权力授予。授予主体是中央到地方各级党

委和各类单位内部党委,虽然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然而
�集中�时常压倒�民主�,使组织领导时常成为权力授予的真正主体。

组织权力个人化的情况下, 组织的领导就成为干部选拔的关键人, 以人

情、关系、照顾为内容的社会资本也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尤其是改革

后,毛泽东时代打击干部的政策、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都被终止

了,干部委任制的缺陷在放松监督后逐渐暴露出来。

综上所述,统计结果表明改革后的权力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代通过入

党和教育获得两个中间机制,在干部选拔中具有优势。其中,中高层干部

的子代当干部的机会最大。这一结果与精英竞争论和家庭背景阶段论的

观点不同,改革后并非革命的新精英或者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后代独占

优势,在干部选拔发生绩效转向之后,文化精英的后代也有优势。

七、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 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

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前后不同的干部选拔录用制度下, 家庭背景影响

子代当干部的机制,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 1978年以前,军人的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

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说明改革前家庭背景是起作用的,它以�家庭

出身�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政治不平等,认为家庭背景不起作用的观点是

站不住脚的。其次, 1978年以后,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后代在干

部选拔中占有优势。这表明摆脱了家庭出身等政治束缚的知识精英的

后代也有优势。这不同于精英竞争论和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所认为

的,只有革命的新精英或红色无产阶级家庭的后代有优势。改革以后,

家庭背景起作用的中间机制除了入党还包括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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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有趣的研究发现是中高层干部子弟在控制了党员身份和教育程

度之后,依然享有显著优势。笔者认为在干部委任制下, 中高层干部很

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资本来实现地位的再生产。

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无论是

政策安排还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父代总是将自己占有的优势资本转化

为子代当干部所需的资本类型, 导致子代干部地位获得机会的不平等。

改革前后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和选拔标准, 则规定了不同家庭的机会结

构和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 本文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样本量

限制,无法对历史时期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对类似�文革�这样的特殊

时期也无法进行深入地分析;军人的样本量也比较少,有可能使统计结

果产生偏差, 导致研究结论不可靠;体制外单位中的经济管理精英数量

极少,笔者只能将其与个体户进行合并,无法准确获知经济精英子代当

干部的机会; 最后,中高层干部子弟在控制了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之后

依然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笔者猜测是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 而现有资

料无法进行验证。笔者希望将来能够以新的研究设计和资料来弥补本

文的不足,对家庭背景作用于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Bailes, Kendall E. 1978. T echnology an d Society under Lenin an d Stali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ylis, Thomas A. 1974. The T echnica l In telligen tsia a nd t he East German Elit 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贝尔,丹尼尔. 1984.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M] . 高銛,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Bell,

Danniel. 1984. The Com in g of Post�in dustr ia l Societ y , translated by Gao Tian,

et a l .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边燕杰,等. 2008.共产党员身份与中国的变迁[G] / /社会分层与流动: 国外学者对中国

研究的新进展. 边燕杰,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Bian Yanjie, et al .
2008. �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In Social

St ra tifica tion an d Mobilit y : T heOver seas Scholar 's Adu anced Resea rch in Chin a ,
edited by Bian Yanjie, et al.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Burnham, J. 1960. The Mana gerial Revolution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77. �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Social Reproduction.� In Pow er an d
Ideology in Edu cat ion , edited by Jerome Karabel and A. H. Hals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 ction : A Social Cr it iqu e of the Judgm ent of T ast 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1986. �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 y and Resear ch

�65�

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1950- 2003)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 tion , edited by J.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陈明明. 2009.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G] / /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陈明明,主

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n Mingming. 2009. � The Reason, Pattern and
Limitation of Party State.� I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PRC Institut iona l

Development , editedby Chen Mingm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陈尧. 2007.政治研究中的庇护主义� � � 一个分析的范式[ J] .江苏社会科学( 3). [Chen

Yao. 2007. � Clientelism in Political Studies: An Analysis Paradigm.�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3). (in Chinese)]
陈友华、方长春. 2007.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 � � 一项对义务教育阶段� 划区就近入学�

等制度安排公平性的实证研究[ J] . 江苏社会科学 ( 1) . [ Chen Youhua and Fang
Changchun. 2007. �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Educa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Fairness of Zone Division and Admission into the Nearest School for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Jian gsu Socia l Scien ces (1). ( in Chinese) ]
De Graaf, Paul M. 1986. �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Sociology of Educa tion (59) : 237- 246.
De Graaf, Paul M. 1988. � Parents� 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Grades, and

Transition to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ur opean

Sociologica l Review (4): 209- 221.
德热拉斯,密洛凡. 1963.新阶级 � � � 共产主义制度分析[M] . 陈逸,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 [Djilas, Milovan. The New Class: An Ana lysis of the Comm unist System ,
translated by Chen Yi.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

高华. 2004. 身份和差异: 1949- 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M] .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亚太 研究所. [ Gao Hua. 2004. Ident it y an d Distinct ion : T he Political
St ra tifica tion of Chinese Society ( 1949- 1965) .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
Ganzeboom, Harry B. G. , Donald J. Treiman, and Wout C. Ultee. 1991. � Comparative

Intergeneration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Three Generations and Beyond.� An 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277- 302.

Ganzeboom, Harry B. G. , Paul M. De Graaf, and Peter Robert. 1990. �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on Socialist Grou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equalities in Hungary.�
Research in Socia l Str atifica tion and Mobility (9): 79- 104.

格伦斯基,戴维. 2005.社会分层[ M] . 王俊, 等,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 Grusky, David
B. 2005. Social Str a tifica tion : Class , Race ,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 spective , translated by Wang Jun, et a l .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Grusky, D. B. and Hauser R. M. 1984. �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 er 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 19- 38.
古德纳,艾尔文. 2006.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 .顾晓辉、蔡嵘,译. 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 [Gouldner, Alvin . 2006. The Fu tur e of Intellectua ls and the Rise
of t he New Cla ss , translated by Gu Xiaohui and Cai Rong, Nanjing: Jiangsu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Hauser, Robert M. and David L. Featherman. 1976. � Equality of Schooling: Trends and
Prospects.�Sociology of Edu cat ion ( 49): 99- 120.

Hu, Songhua. 2007. Fam ily Backgr ound an d Lif 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 1950-
1966. 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Inkeles, Alex. 1960. �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In The

Transformat ion of Russian Society , editedby C. Black.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科尔奈, 雅诺什. 2007. 社会主义体制 � � �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M] . 张安,译. 北京:中

�66�

社会� 2011� 5



央编译出版社. [ Kornai, Janos. 2007. The Socialist Syst em : T 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 munism , translatedby Zhang A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
Kelley, Jonathan, Robert V. Robinson, and Herbert S. Klein. 1981. � A 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with Data on Status Attainment in a Peasant Society.� Resea r ch in Social
Str at if ication and Mobility (1): 27- 66.

Lee, Hong Yung. 1991. F rom Revolutionar y Cadr es t o Par ty T echnocr at s in Socialist

Chin 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 Bobai and Andrew G. Walder. 2001. �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 1996.� American
Journ al of Sociology (106): 1371- 1408.

Li, Cheng and D. Bachman. 1989. � Localism, Elitism, and Immobilism: Elite 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Mao China.�Wor ld Polit ics ( 42): 64- 94.
Li, Cheng andLynnWhite. 1990. �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China
Qua rt er ly (121): 1- 35.

李春玲. 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 � � 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
影响( 1940- 2001) [ J] . 中国社会科学( 3). [ Li Chunling. 2003. � Socio�Political
Changes and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Socia l Sciences in China (3).

(in Chinese)]
李侃如. 2010.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 .胡国成、赵梅,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 Lieberthal, Kenneth. 2010. Govern in g China : F rom Revolution t hr ough
Reform , translated by Hu Guocheng and Zhao Me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

李若建. 2006. 从赎罪到替罪: � 四类分子�阶层初探 [ J] . 开放时代 (5). [ Li Ruojian.
2006. � From Atonement to Scapegoats: A Class Analysis of the �Four Kinds of

Element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eople� sRepublic of China.� Open Tim es (5).
(in Chinese)]

李煜. 2006.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 � � 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
2003)[ J] . 中国社会科学( 4). [ Li Yu. 2006. �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Mechanisms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Urban China (1966- 2003).�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 in Chinese) ]

李煜. 2009.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J] . 社会( 6). [ Li Yu. 2009. �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atterns: The Ideal Type and the Chinese Reality.�
Society (6). ( in Chinese)]

林南. 2004.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 Lin Nan. 2004. Social Ca pita l : A T heor y of Social Str uctur e and Action ,
translated by Zhang Le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林尚立. 2009.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M]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Lin Shangli. 2009.
The Com munist Pa rt y of China and the Stat e�Building in China . Tianjin:
Tianjin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刘精明. 2005. 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 Liu Jingming. 2005. The Sta te , Socia l Cla ss and Edu cat ion .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刘欣. 2005a.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 � � � 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 J] .

中国社会科学(4) . [ Liu Xin. 2005a. � The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Ba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Power Generation Explan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in Chinese)]

�67�

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1950- 2003)



刘欣. 2005b.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 J] . 社会学研究( 5). [ Liu Xin.
2005b. �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logica l Studies (5). (in Chinese)]
路风. 1993.中国单位制的起源和形式[ J] .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5). [ Lu Feng.

1993. � The Origin andForms of Chinese DanWei System. �Chin ese Socia l Sciences
Qua rt er ly (5). ( in Chinese)]

Lowenthal, Richard. 1970. � 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 In Change

in Comm unist Syst em , editedby C. Johnson.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倪志伟. 2007.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来源[ G] / / 何俊志, 等, 编译.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

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Nee, Victor. 2007. �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In Selection of New Inst it ution alism in Politica l Scienc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e Junzhi, et a l . Tianjin: Tianjin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Parish, William. 1984. �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Class and Social Str 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 editedby J. Watson.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彭勇. 2004. 权力异化的组织根源及改革走向[ J] . 理论探讨( 6) . [ Peng Yong. 2004.
� The Organizational Source of Power Dissimilation and the Reform Orientation.�
Theor etical Investigat ion (6). (in Chinese)]

Schurmann, Franz. 1966. Ideology a nd Or ganization in Commun ist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well, William H. , Archibald O. Haller, and Alejandro Potres. 1969. �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 er 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82- 92.
唐元松. 2002. 选拔制度与选举制度辨析及启示[ G] / /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Tang Yuansong. 2002. � The Analysis of Selection System

and Election System and the Enlightenment. � in Cont empor ar y Chinese Polit ics
Review .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China). ]

Teachman, Jay D. 1987. � Family Backgr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er 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48- 557.

特纳. 2005. 担保型流动/竞争型流动和学校体制[G] / / 社会分层. 戴维 �格伦斯基,

编. 王俊, 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Tuner, RalphH. 2005. �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In Social Str a tifica tion : Class , Race, an 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 spective, edited by David B. Grusky, translatedby Wang
Jun, et a l .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Veblen, Thorsten. 1944. TheEngineer s and thePrice System .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Walder, Andrew G. 1995. �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 er ican Sociologica l Rev iew (60): 309- 328.

Walder, Andrew G. and Hu Songhua. 2009. � Revolution, Reform, and Status
Inheritance: Urban China, 1949- 1996.� Am er ican Jour na l of Sociology (114):

1395- 1427.
王立新. 2001. 制度转换:党政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根本性选择[ J] . 理论学刊(5). [Wang

Lixin. 2001. �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The Fundamental Choice of Party and

Administrative Cadres SelectionSystem Reform.� Theory Jour nal (5). ( inChinese)]
王奇生. 2003.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 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 . 上海书店

出版社. [ Wang Qisheng. 2003. Par ty Member s , Pa r ty Power and Par ty Str uggle:
T he Or gan izat iona l Form of the Chin ese Na tion alist Par ty ( 1924 - 1949 ).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Whyte, Martin King. 1975. �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Qua r ter ly
(64) : 684- 711.

�68�

社会� 2011� 5



熊易寒. 2010.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J] . 开放时代(1). [ Xiong Yihan. 2010. � Social
Underclass, School and Class Reproduction. �Open T imes (1). ( in Chinese) ]

徐湘林. 2001. 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 J] .战略与管理(6). [ Xu
Xianglin. 2001. � Elite Transformation in Post�Mao China and the Rising of
Dependent Technocrats.� St ra tegy and Managem ent ( 6). (in Chinese)]

伊亚尔, 吉尔、伊万 �塞勒尼、艾莉诺 �汤斯利. 2008.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M] .吕
鹏、吕佳龄,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yal, Gi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2008. Making Capita lism w it hout Ca pita lists , translated by L� Peng
and L� Jialing.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China). ]

俞可平. 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J]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 . [Yu

Keping. 2010. � The Logic of PRC� 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60 Years.�
Mar xism and Rea lit y (1) . (in Chinese)]

张宛丽. 1996. 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 J] . 社会学研究(1). [ ZhangWanli. 1996. � Non-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Status Attainment.� Sociological Studies(1). (in Chinese)]

周雪光, 等. 2002.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阶层的动态分析� � � 1949至 1993年的中

国城市状况[G] / /边燕杰,主编.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
联书店. [ Zhou Xueguang, et al. 2002. � Stratification D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Case of Urban China, 1949- 1993.� In Market T r ansit ion an d

Socia l Str a tificat ion , editedby Bian Yan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
周玉. 2006. 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 J] . 社会(1). [ Zhou Yu. 2006. � Social

NetworkCapital andCadre� s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Society (1). ( in Chinese)]

责任编辑:李 � 聆
实习编辑:肖日葵 � 张 � 军

�69�

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1950- 2003)


